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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效应研究

衡 霞，向洪讯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和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任务。近年

来，多项顶层设计与公共政策将乡村发展与治理进行集成耦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

乡村只有发展无治理，或重视发展而悬浮治理的现状，通过发展与治理从资源的耦合设计

推动乡村振兴，运用 2012−2022 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从输入型、内生型、输出型三种资源入

手，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评估乡村发展资源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发现，双

螺旋耦合结构在时间序列上是一种动态耦合和间断均衡，在不同的梯度能量作用下使耦合

区间呈现多种形态；两大子系统双螺旋耦合迭代功能的实现更加依赖于协调度指数的作

用；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系统的响应速度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越来越慢，但系统的

稳定性越强。最后，针对上述研究结论和可能的形成机理提出了对策建议，以促进乡村振

兴和治理现代化等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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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世界奇迹，关键在于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构建起了“需求−回应”

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吸纳民众诉求，相机释放社会情绪，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成为政治和经济上有能力参与国际秩序构建并满足国内政绩合法性建设的需要。我国

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来的多项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村生产力，重构

了农村生产关系，但是各类要素的强流动性加剧了农村社会结构断裂和传统文化遗失，以土地为核

心的矛盾纠纷成为农村社会问题的焦点。虽然部分农村地区探索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横向和纵向一

体化模式，但并未从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有发展无治理”或“悬浮治理”“简约治理”的困境。有统计显

示，2023年我国涉农资金投入达到 6640亿元①，国投创益投资累计撬动社会资本 4000亿元投入乡村

产业项目②，“十三五”期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投入 258亿元③，中国乡村基金会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

赠资金和物资 92亿元用于乡村教育、健康、救灾等[1]。由此可见，各项涉农资金及其撬动的社会资本

投入中，发展资金占比远远高于治理投入，而且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中聚集了大量的制度资源、人才资

源、技术资源，这些资金和资源如何反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将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

同理，治理资源的合理投入与使用有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社会秩序。

虽然，有学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将其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却没有回应

国家顶层设计中关于两者互嵌耦合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问题。

近年来，农民年均收入持续提高，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丽画卷不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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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但是，农村精英人才流失带来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使得乡村发展治理的主体为少数能人和村两

委，基层政府在纷繁芜杂的指令性任务中选择回应具有显性特征的经济指标，乡村治理仍然是短板

弱项。从既有研究来看，把乡村发展和社会治理放在同一平面探讨的不多，主要聚焦于制度与功能

两大层面的分析。从制度层面来看，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国家重大战略是乡村发展与治理关系研

究的逻辑起点[2⁃3]，两大系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和互相影响是探讨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关键[4⁃5]；理性选

择主义者认为，基于成本收益考量，乡村发展和治理需要多元协同整合才能获得公共利益和私人利

益，以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效能[6⁃7]；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乡村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发展和治理具

有主体和实现路径一致性，两者的耦合将有助于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活力[8⁃9]。从功能层面来看，

组织趋同理论从结构视角分析两大系统资源的集成耦合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6，10]；嵌入理论从过程视

角阐明主动嵌入带来两大系统协同机制的稳定性，为发展和治理积累内生动力[11⁃12]；系统论从“需求

—回应”的功能视角解释了发展与治理的双向互动及其耦合功能，为两大系统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实证支持[4，13]。综上可见，制度视角的研究主要围绕乡村发展和社会治理主流价值观，从供

给侧出发探讨发展优先的制度决定；功能视角的研究大多以经典分析框架对典型案例中的利益链

接、驱动机制等从社会建构面向进行系统剖析。显然，现有研究对乡村发展和治理关系的认知逻辑

存在一定的偏差，理论脉络的梳理呈现碎片化特征，资源作为两大系统集成耦合的关键载体，未能得

到重视。既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国家治理的努力方向，那么乡村发展与治理及其关系平衡怎

样？是基于内部还是外部变量的耦合集成？资源对于两大系统集成耦合的贡献度怎样？如何通

过两者的耦合协调来实现国家对于乡村振兴的诸多战略目标？

本文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起点，对 2013年至今

的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投入数据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根据数据的总量选择较为匹配的熵值法计算

两大子系统的综合得分；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耦合度C、协调指数T、耦合协调度D的值，并

根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判断耦合协调结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为乡村发展治理

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重点考察了乡村发展与治理两大子系统中

资源要素的耦合情况。现有乡村场域的耦合研究大多集中在不同系统的顶层设计，或子系统对上级

系统的影响，无法佐证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与治理两大平行子系统资源的耦合效应及其对耦合目标

的实现程度。本研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和治理现代化目标探讨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水平，以

突破乡村研究的单一性或不对等性评价局限。第二，本研究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嵌入性理论具有

一定的理论贡献。结构功能主义往往聚焦一个领域对特定对象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研究，嵌入性

理论往往强调A和B的单向嵌入或互相嵌入，缺乏对嵌入的过程与结果效应的研究。本文通过乡村

发展与治理两大子系统中的资源耦合效应的研究，开辟了乡村振兴领域多元耦合的内在机理的研究

先河。

一、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的理论逻辑

1.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关系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农村经济领域的体制性改革持续推进，农田水利和综合性改

革资金投入从 1981年的 110.21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24975.47亿元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发展协调性增强；农村文盲率下降到2.6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4%②；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从 2005年 48.0% 增加到 2021年 61.0%③。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取得了显著性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与基层政府作为农村公共权力分配主体有较大相关性。同时，在农村公共权力使用上，基层政

府赋予村两委干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享有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力。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https：//www.moa.gov.cn/govpublic/FZJHS/202108/t20210827_6375089.htm.
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618/mtbd/202206/t20220628_641478.html.
③    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https：//www.chinanews.com.cn/cj/shipin/cns-d/2022/09-28/news9388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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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基层社会国家化出现退潮趋势，村民自治委员会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借

助于村民小组长、老党员、乡贤等力量，就村内社会治安、公共事务、干部监督形成村规民约，自发地

通过集体行动重构乡村社会秩序。由于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传统性和现代化建设要求，村民自治不

可避免地行政化，包括行政资源投入、社会资本引进、技术下乡铺陈，乡村发展与治理耦合从内生型

向外源输送型转变，却带来熟知乡村情况的内生性精英退出乡村建设舞台，抑制了乡村的长期发展

动能和治理的内生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得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域的留守群体和

脱域在外的村民均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以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来的社会福利和现代化乡村生活

条件，重新激发了村民内生性主体意识，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使得村庄经济发展与治理在组织形式、

组织单元、组织规则、内外部资源与技术上深度耦合。归根到底，乡村发展与治理的耦合进程是政

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种资源的耦合，体现“资源整合—结构互嵌—分化断裂—耦合协调”的间断

均衡特征。

2.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机理

从乡村发展与治理耦合的演化进程来看，土地等村庄生产要素为核心形成的集体经济分别成为

乡村发展治理耦合的介质与支点，以产业为主轴链接发展与治理的资源，促进两大子系统的政治内

涵、结构内涵、质量内涵、伦理内涵叠加转换和耦合集成；村规民约和国家战略的制度化设计为耦合

系统提供目标方案的落地保障与管理规范，维持系统的合意与稳定，并通过社会化机制使政府的主

流价值选择获得多元主体的广泛认同并内化为个体和组织的价值观，以维持耦合系统的稳定与功能

发挥的可持续性。尽管发展与治理资源的异质性、非均衡性和非整体性对耦合协调度有消解作用，

但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定政治信仰与示范引领以及充足社会资本的支持下，政策工具理性强

化耦合系统中的碱基对和DNA链制度化，促使乡村社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控制机制和社会化

机制，确保耦合系统的价值体系完整地向系统成员传输和信用关系产生，特别是党员干部和专职工

作者的培养，强化了系统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自觉地影响村民的价值选择，从而对耦合系统中的角色

和可能的越轨行为进行事先预防，消减耦合系统的分化危险，极大提升了耦合系统的稳定性与合

意性。

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以组织同构为基，促进乡村发展

与治理资源耦合的体系建设。相关研究成果显示，村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三合一”的同构与职能重

组，促进乡村发展与治理两大子系统的主体补位和效能提升。二是以资源为本，促进发展与治理耦

合的要素供给。在经济学中，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制度、管理、科技等资源

均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成。乡村振兴中的上述资源在乡村党组织引领下，通过及时的政策标准供给而

集成整合，在村庄内生资源助推中形成能量梯度，促使乡村发展与治理两条主链螺旋上升并在特定

的链接点上交汇，然后进入下一轮耦合周期。三是以产业为要，奠定发展治理资源耦合的经济基础。

乡村产业不仅具有农民就业、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致富的经济功能，也具有农耕文化传承和生态环

境维护的非经济功能，不同乡村囿于各种制约条件而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进而调整着工农业和城

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所带来的乡村振兴绩效，进一步强化了双螺旋耦合

的根基、方向、主线与力量，铸牢了村民对村庄、党委政府的认同感。四是以两大子系统的先进制度、

政社资源和技术互嵌，把具有较强行动能力和经济价值生产能力的农村精英纳入到基层党组织和乡

村治理体系中，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变量与作为最终选择结果的村级组织同构，促使多元主

体在目标耦合中实现发展与治理的价值同轨，用整体性、科学化、精准化思维来重塑乡村社会秩序。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关于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及中

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乡村发展与治理体系耦合协调迎来重大机遇期，特别是乡村发展与治理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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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力度愈加强化。不论是专项政策、“十四五”规划还是中央一号文件中的乡村发展和乡村治

理，政策理念上均注重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政策路径上强调新型城镇化的载体作用，

政策目标上在于乡村振兴和社会秩序稳定。为此，根据我国乡村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效能治理的政

策特征，同时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以 2012−2021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协调效

应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2.耦合指标构建

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涵盖经济领域，还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因

此，乡村发展包含了乡村建设、服务、治理各个环节，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

域[14⁃16]。在既有文献中，大多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数字乡村、绿色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

测度，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指标主要涉及经济发展、产业合作、民主政治、乡村治理、文化发

展、生态发展、精神文明等 7个维度[17⁃19]，也有研究把乡村发展的内涵等同于乡村振兴。事实上，政治、

文化、生态、精神文明等衡量乡村发展的要素无法从统计年鉴上获得研究所需的客观数据进行评价。

因此，本文运用系统论将乡村发展视为与乡村治理相对应的概念，在探讨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

时，对应的指标体现的也是可观测的经济性指标。为了满足耦合关联度模型的要求，本研究涉及的

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指标的数据范围和单位基本一致，个别指标在参照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从

统计年鉴的可获得性原则出发进行一定的修正。比如，社区工作者指标来源于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

的“村建设管理专职人员”。因为，现有村级建设管理专职人员一般为村庄三会成员、村级网格员、村

庄权威人士兼任，在概念转换中不考虑社工证的持有比例。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统计年鉴中可以获得十年以上的且能体现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内涵的可持续性指标并不多，为

了保证指标与耦合子系统的一致性，依照统计年鉴分别筛选指标后进行比对得出二级指标，然后再

进行归类得出一级指标。一级指标的划分主要是根据资源特性和系统论，因为乡村发展与治理的资

表1　乡村治理资源与发展资源指标体系

系统

发展资源

治理资源

一级指标

输入型资源

输出型资源

内生型资源

输入型资源

输出型资源

内生型资源

二级指标

农业资金

水利资金

综合改革资金

固定资产投资

道路黑化长度

沟渠整治长度

科技进步贡献率

村常住人口

村民素养（高中及以上）

合作社数量

耕地面积

市政公共设施投入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社区专职工作者

集体经营性收入

公共建筑面积

综合服务机构

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大专）

村干部党员人数占比

司法人员

村内就业人员

村民参与意愿（参与换届人数）

单位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万千米

万千米

百分比

万人

百分比

万个

万亩

亿元

百分比

个

亿元

万平方米

个

万个

百分比

万个

个

万人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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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既有资金、人才和村庄特有的资源禀赋，也有财政资金、社会资本、个人自筹资金。从资源的生命

周期来看，有投入就有转化过程与产出。因此，根据资源特性将其区分为输入型、输出型资源和村庄

的内生型资源，其中内生型资源扮演着催化剂作用，一方面作用于输入型资源使其向输出型资源转

化，一方面促使发展与治理资源分别形成的碱基对产生梯度能量，进而呈现耦合的可能态势。

3.研究方法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土地问题占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比例的三分之二以上。进入 21世纪以

来，由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农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转变为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不平衡不充分供给之间的矛盾。基层政府用好用活行政资源与社

会资本，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与专业合作社，以经济利益共同体形式将日益原子化的村民转化新

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与治理互为条件且相互影响，促进了乡村振兴，提升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水平。因此，在测算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十年时间的耦合水平过程中，首先运用熵

值法对所选取的正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赋权和各年份的综合评价。

（1）熵值法。由于统计年鉴上获得的数据维度不一致，为了使这些数据具有横向可比性，研究采

取求和归一化量纲处理方法，以保证各指标值满足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据处于[0~1]的要求，然后再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由于研究数据年份为十年且均为正向指标，因此在标准化处理后采取熵值法计

算两大子系统资源的综合得分。依据乡村发展资源与治理资源耦合指标体系，最终选取 22（m）项指

标，共计获取 10（n）个样本，令Xij为第 i个样本的第 j个指标的数值，即 i=1，2，…，n；j=1，2，…，m。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第一步，计算样本中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样本占该指标的比重，即计算样本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Pij =
Xij

∑i= 1
n Xij

 （1）

第二步，计算样本中第 j项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如下：

ej =-K×∑i= 1
n ( Pij × ln ( Pij ) ) （2）

第三步，依据熵值法原理，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是由该指标信息熵 ej与 1之间的差值决定的，其

大小直接影响权重大小。即信息效用值越大，对于评估体系的重要性就越大，权重也就越大。第 j项
指标的差异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dj = 1 - ej （3）
第四步：利用指标信息的差异系数计算指标权重，第 j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Wj =
dj

∑j= 1
m dj

（4）

第五步，依据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Zi =∑j= 1
m Wj ×Xij （5）

经过上述熵值计算流程，乡村发展资源与治理资源的综合得分情况如表2所示。

（2）耦合协调度模型。本文借鉴李燕凌等[20]、杜岩等[21]的研究成果，将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两大

子系统分别定义为U1和U2；两子系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程度为耦合度C，其取值区间

为[0，1]，C值越趋近于1，则表示发展治理资源的耦合情况越好，反之亦然。

C= 2 × U1 ×U2

(U1 +U2 )2 （6）

表2　乡村发展资源与治理资源综合得分

年份

发展资源

治理资源

2012
0.0542
0.0617

2013
0.0617
0.0847

2014
0.0691
0.1219

2015
0.0785
0.0838

2016
0.0857
0.0674

2017
0.1115
0.0949

2018
0.1199
0.1100

2019
0.1296
0.0892

2020
0.1404
0.0952

2021
0.1494
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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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度仅仅表明两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要衡量两者之间的有

序性，还需要计算耦合协调度D值，同样，该值越大则表明耦合协调度越好，发展与治理之间更能相

互促进、协调发展。根据模型要求，计算D值之前还需要考虑两大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T，它代表

了耦合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T值越小，系统的响应速度就会越快，稳定却会受到影响。所构建

的量化模型如下：

T= α1 ×U1 + α2 ×U2 （7）
D= C×T （8）

其中，α1和α2分别代表乡村发展和治理资源的权重，两者之和等于1。本研究认为，乡村发展与治

理资源同等重要，故 α1和 α2的值均为 0.5。参考学界的耦合协调度划分方法，将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

的耦合协调度也划分为10个等级，如表3。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统计结果

通过公式（6）（7）（8）的计算，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从2012
年至 2021 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如下表。从表 4 中可以看

到，C值整体情况良好，各年份的耦合度相差不大（2016年除

外）；T值却有较大波动，从最小的 0.01到最大的 0.99，而且不

同年份也呈现较大差异，2012年的T值可以忽略不计，但对D
值的影响却非常大，2012−2020年的T值基本维持在 0.58以

下，2021 年却跃升到 0.99，接近最大值。整体来看，C值最高

年份为 2012 和 2021，但T值却呈现两极分化，直接影响D值

的结果。这可能与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十三五”即将开局有关，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的响

应速度非常快，但可能受到乡村大环境影响，两大子系统耦合的稳定性非常差，导致D值为十年

最低。

从表 4可以看到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协调

度与协调等级，其中，2012−2014 年均呈耦合协调较

好趋势，但 2016年的耦合协调度突然下降到第 4等级，

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协调度由逐渐向好转向恶

化；随后又呈现新一轮跃升，耦合协调度等级从第 7直

接跳到第 10 的优质协调。图 1 则更为直观地反映出

2012 年至 2021 年中国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协调

的时序变化，整体上呈现为螺旋上升趋势。图 1 上的

横轴表示不同年份的耦合效果，纵轴表示耦合的T、C、
D值，横轴上的T、C、D曲线表示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

的双向影响与耦合情况，最终形成A、B、C三个无限交

汇的耦合点。从图 1 上可以看到，T、D在区间①与C
为背离方向，即乡村发展与治理受T值影响较大，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较差，但相较于区间②和③，区

间①的发展资源与治理资源投入呈现双低且波动幅度不大；T、D在区间②和③呈现相同趋势，即同

高同低，但是区间的T、C、D值均呈现大开大合态势，表明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受内外部环境影响较

大，耦合协调度呈现较大幅度波动。图 1还显示，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协调度自 2012年来无

限接近于 1，表明十年的统计数据只能反映两大子系统螺旋耦合的某个阶段，即 2012年前和 2021年

后还会有若干耦合的交汇点。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值区间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协调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耦合协调程度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表4　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耦合度
C值

1.000
0.934
0.877
0.982
0.687
0.919
0.956
0.825
0.837
1.000

协调指数
T值

0.010
0.136
0.314
0.219
0.193
0.431
0.531
0.502
0.580
0.990

耦合协调
度D值

0.100
0.356
0.525
0.463
0.365
0.629
0.712
0.643
0.697
0.995

协调
等级

2
4
6
5
4
7
8
7
7

10

耦合协调
程度

严重失调

轻度失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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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的时序适配性特征

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与政策执行者知识体系的现代性演进差异，在制度摩擦力、不成比例信息处

理模型和政策图景作用下，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力度不同，使得时序适配性效应呈现低均衡耦

合、无序耦合和优质协调耦合三大特点。

（1）制度摩擦力作用下的无序耦合（2012年以前）。制度摩擦力的研究常常用于财政预算问题的

分析中，强调横向与纵向的制度摩擦对公共政策执行带来的时滞性，即制度摩擦力越大，政策间断性

也越大，制度供给曲线的正太分布与实践运行曲线的尖锋分布错位，后者体现公共政策的时滞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乡村的顶层设计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业经营模式、

新农村建设、城乡要素流动等领域，受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两大要素影响，乡村发展受到

双轨价格体系、央地权责模糊、倾斜性的区域政策影响而被人为调节。总体来看，阶段的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跑赢全国GDP增长速度，乡村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乡村治理却面临诸多困境，特别是涉

及土地、选举、干群关系等问题成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高发诱因。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度和

协调度与耦合协调度值在图1的区间①上呈现相反演进趋势也验证了该阶段无序耦合的判断。

（2）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下的低均衡耦合（2012−2020年）。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是美国公

共政策学家琼斯和鲍姆加特纳在西蒙的认知行为学基础上拓展而提出的，他们认为决策者的有限理

性将使其在信息处理中不会较多参考外部环境因素，出现高估或低估信息的情形。因此，渐进主义

模型和偏好模型对政策稳定的研究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却由于天然的“现状偏见”而忽略掉了不稳

定和动态变迁的经常性。由于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基层政府在理解政策意图时不自觉地进行“优先

性排序”，较少考虑到农民诉求和乡村其他信息的重要性，使得乡村呈现有发展却悬浮治理的阶段性

特征。同时，由于系列政策在农村作用的对象基本一致，前序性政策执行的注意力配置明显高于后

续政策，由此带来的制度摩擦力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对信息处理做出不成比例回应，特别是乡村发展

所带来的显性政治效益，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回应性不足。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乡村真正推行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时间却在 2017年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

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以后，这也是图 1区间②在 2017年以后出现拐点的原因。虽然 2014年−2018年

间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呈现“V”形特征，但是由于精准扶贫工程和城乡社区治理意见的实施，两

大系统资源的耦合明显优于区间①在制度摩擦力作用的无序耦合，相较于区间③的优质耦合来看，

仍然是低均衡特点。

（3）政策图景作用下的优质耦合（2020年至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长期

稳定，这既是国家努力的方向，也是宏观政治子系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构化制度安排的结果。不

论是学界把原因归咎于“绩效合法性”还是“行政吸纳政治”，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制度的设计与

政策图景的契合性为公共政策的有效贯彻落实提供了合法性基础[22⁃23]。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纷纷出台，既反映了国家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

应，又促使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的集成融合，及时消解实践中任务膨化和空间收缩带来的制度结构

性紧张或脱耦行为。当然，治理不同于发展的单主体策略，需要多元主体形成的多中心结构来分配

图 1 耦合协调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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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权威性资源，《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的颁布与实施，为乡村

治理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为治理与发展资源耦合提供了支持性的政策图景，从而有效规避了相同公

共政策多维政策图景的竞争关系带来执行的正向或负向结果，偏离国家战略目标。同时，城乡基层

治理能力的长期培训与工作人员政治素养和专业技能的提升，巩固了政策图景的一致性，虽然区间

③呈现“U”形特征，但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度、协调度、耦合协调度的C、T、D值却在无限接

近，使得两大系统的资源耦合呈现优质均衡态势。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2-2021年《全国统计年鉴》的 22个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考察乡村发展与

治理资源的时序性适配现状。研究表明，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在 10年间的耦合度存在三个无限接近

的交汇点，相互依赖与制约程度较强；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系统的响应速度在内外部环境的作

用下越来越慢，但系统的稳定性却越来越强，并决定着耦合协调度曲线的走向；受到耦合度与耦合协

调度指数的影响，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协调区间在 2012年以前可能存在某个交汇点，并在 2021
年形成新的交汇点，即本文所研究的时序耦合协调度仅为两大系统资源双螺旋耦合时间轴上的某个

区间；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整合-结构互嵌-分化断裂-耦合协调”的间断均衡使得两大系统耦合

受到结构互嵌与分化的影响，当基层党组织正确领会国家战略，缩小政策图景差异时，乡村发展与治

理资源耦合的制度摩擦力就会减弱，耦合质量更加优异。由此可见，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治理路径

和资源禀赋均对两大子系统的资源耦合协调度产生影响，双螺旋耦合结构在时间序列上是一种动态

耦合，在不同的梯度能量作用下使耦合区间呈现多种形态；两大子系统双螺旋耦合迭代功能的实现

更加依赖于协调度指数的作用，耦合度与协调度指数并不长期保持相同趋势演进，甚至在某些时序

出现背离，但不影响耦合协调度趋于1的整体趋势。

2.政策建议

（1）集成设计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体系，以减少制度摩擦力。资源是发展与治理的物质基础，乡

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类资源的投入与集成耦合，并在内生型资源作用下

实现既定目标。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显示，虽然耦合协调度无限趋近 1，但发展

与治理曲线却没有完全耦合并形成交汇点，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的学术成果也证明了乡村发展与治理

两大子系统分别对对方的耦合效应是有差别的。对此，需要集成设计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政策体系，

并允许相关政策及时动态调整。一是以各类涉农的短、中、长期规划赋能，赋予基层党委政府对乡村

发展与治理资源的统筹整合权，或者将规划制定权赋予牵头部门和辅助部门共同完成，确保乡村发

展与治理行动的一致性；二是创新乡村发展与治理的集成耦合理念，促使政策理性、部门理性、基层

政府理性与乡村集体理性最大程度的一致，在追求发展与效率、秩序与民主之间达成均衡，实现乡村

发展与治理政策目标共融；三是推动乡村发展与治理组织体系的一体化进程，以组织赋能形式促使

两大子系统政策工具的耦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乡村内外部环境，及时运用创新性的政策价值理性

对可能越界的错位工具理性进行调整，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奠定良好的工具结构基础；四是以信息

化平台为载体，以数字驱动为核心，推动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实施路径共生，进而提升乡村振兴绩效

和实现治理现代化目标。

（2）调动村民参与，以激发双螺旋耦合的内生动力。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社会流

动性增强，机械团结土壤日益分化与消失，家庭承包土地荒芜或流转，集体经济软弱，空心化的村庄

治理更加弱化[24]。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基层政府公共性与自主性，却未能从根本上同步增强村社干部和村民的公共性与自主性，村庄集体

经济的发展与治理大多为干部“越俎代庖”村民参与行为寥寥无几，再加上农二代、农三代的原子化，

熟悉社会瓦解后并未迅速建立起新型的乡村关系，淡漠的邻里关系使得大家对乡村公共事务“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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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起”，只有涉及到宅基地、公共福利分配等权益时才有较强的参与性。从部分地区构建的乡村发展

治理一体化体系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到，乡村发展与治理体系的耦合有助于强化乡村共同体建设，

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对此，有必要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的股权量化与家庭及个人入

股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途径，链接村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构建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只有

当村民关心自己的投入与产出比时，才能真正激发其参与村庄其他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利用自己

的人脉、资源、关系为乡村发展与治理系统的耦合提升内生动力，并促使耦合协调度无限接近于 1。
同时，要健全基层党组织引领机制、文化治理机制和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凝聚共识中提升参与能

力、议事协商能力，落实好乡村发展与治理的集成政策体系，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构想。

（3）构建标准引领下双螺旋耦合的质量评价体系，减少不成比例信息的影响。标准作为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通过对政策法规、规章制度与红头文件的“化”，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规范化、

制度化、合理化提供技术支撑，剔除乡土社会中的人格化因素，减少政府、社区与居民因“脱域”而带

来治理的机动性与可变性，从而赋予乡村社会关系以稳定的秩序[25]。既然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

协调效能够在一定周期内出现数个耦合交汇点，推动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那么可以拉长乡村发

展与治理全方位耦合的时间序列，对耦合绩效进行客观评估，再结合乡村在当下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科学制定两大子系统耦合的质量评价体系，将集成设计的耦合政策体系严格落实，避免基层干部政

策执行的随意性，降低了集成政策绩效[26]。第一，要明确乡村发展与治理的内涵，以及两个核心概念

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治理现代化的边界，避免其他概念对两者的替代；第二，要根据集成政策或

分散政策整合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体系，既能合理诠释国家意图又能尊重乡村实际和村

民意愿，提升政策执行效力；第三，要根据标准体系及时对乡村发展与治理双螺旋耦合的质量进行评

价，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改善乡村环境；第四，要通过数字赋能方式构建起乡村发展与治理系统耦合

质量的动态监测与反馈体系，以制度和技术来保证耦合质量，实现国家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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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Effect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Resources

HENG Xia，XIANG Hongxun

Abstract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are fundamental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m 
two core tasks of national governance.In recent years，multiple top-level designs and public policies have 
integrated and coupled rural development with governance，significantl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situation 
where rural areas focused solely on development without governance，or prioritized development while 
neglecting governance.By designing a coupling of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resources，this integration 
has promoted rural revitalization.Us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from 2012 to 2022，the study examines 
three types of resources—input，endogenous，and output resources—and use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
gree model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
nance resources.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double-helix coupling structure is dynamic and demonstrates 
a discontinuous equilibrium over time，with the coupling interval exhibiting various forms under different 
gradient energy influences.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 helix coupling iterative function of the two sub⁃
systems of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governance resources relies more on the coordination index.The 
response speed of the coupled system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resources has gradually 
slow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but the system’s stability has strength⁃
ened.Finally，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goals such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governance； resource coupling； timing series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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